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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上身心健康的信用卡債務： 
中介影響路徑之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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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援引「壓力過程」的理論架構，佐以「健康梯度」之相關

文獻，提出兩個主要假設：（1）即便在控制社會人口特徵與社經地位

背景之後，相較於不含信用卡債務的借貸，含有信用卡債務之借貸與

個人的身心福祉具有更強烈且顯著的負向關聯；（2）信用卡債務較有

可能透過增加心理憂困從而提升生理失調，而非藉由生理影響心理。

分析「2007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問卷一：

階層組）」所得的發現支持上述兩個假設。第一，當債務與信用卡無

涉時，雖然仍有可能增加些微心理憂困，但並不至於顯著地提升生理

失調。但當個人借貸之中包含了無擔保、高利率、以提供日常生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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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所需為特徵的信用卡債務時，其與健康在身心兩個層面上皆有顯著

關聯。第二，中介分析顯示，當債務與信用卡無涉時，幾乎不會提升

生理失調，因其增加的心理憂困相對有限；相較之下，信用卡債務透

過心理憂困影響生理失調的相對間接效果既強烈又顯著（相對於無債

務以及其他類型債務）。

關鍵詞：信用卡債務、健康梯度、壓力過程、中介分析、間接效果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oll of Credit Card Deb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ting Pathway

Chih-Yuan Weng✽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abundant literature of ‘SES gradient of health’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ress process’, this study proposes 
two major research hypotheses: (1) carrying credit card debt has a 
significant and stronger adverse impact on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an carrying other types of debt, even after adjusting for 
socio-demographic and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2) it is more 
likely for carrying credit card debt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level 
of physical dysfunction through increase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an to be linked to greater psychological distress via growing physical 
dysfunction. Findings based on “2007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Round 5, Year 3): Social Stratification” support both hypotheses. 
First of all, when debt had nothing do with credit card outstanding 
balances, it was positively predictiv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nly 
to a moderate extent, but it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gain 
in physical dysfunction. However, the debt-health relationship was 
significant and much stronger in terms of both physical and psycho-
logical dimensions when any part of the debt was accrued on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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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s. Secondly, the mediation analyses revealed that debt without 
credit card outstanding balances was barely related to elevation of 
physical dysfunction given limited increase i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n the contrary, the relative indirect effect of credit card debt on 
physical dysfunction throug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was both strong 
and significant (relative to no debt at all as well as other types of 
debt). Alternative model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ve indirect effect of 
credit card debt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rough physical dysfunc-
tion failed to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are then discussed in detail.

Keywords: credit card debt, SES gradient of health, stress process, 
mediation analysis, indirect effect

一、前言

1999年 7月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造成銀行逾期放款上升，企業金

融（Corporate Banking）業務緊縮，銀行遂轉移重心至消費金融（Con-

sumer Banking）業務，尤其視信用卡及現金卡（以下合稱雙卡）業務

為獲利的「金雞母」。1由於各發卡銀行業務競爭激烈，為擴大占有率

而簡化審核方式及徵信流程，甚至透過廣告鼓吹消費者以卡辦卡，以

債養債。浮濫發卡結果導致信用過度擴張，銀行卡債逾期金額也因此

激增。據金管會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 6月至 2005年 7月間，雙卡

1  信用卡與現金卡同屬消費信貸（consumer credit），信用卡具有一般消費及預借現金
功能，現金卡則強調百分之百預借現金。本研究所使用的社會變遷調查中並未嚴格

加以區分而將兩者視為同一種債務類型，因此當後文提及台灣社會脈絡中的「信用

卡債務」或「卡債」時，若未特別言明，皆包含現金卡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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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放款餘額由 6,631億元劇增為 8,056億元，其中現金卡放款餘額

更由 1,934.55億元劇增為 3,066.97億元；另一方面，信用卡逾放比率

由 2005年底之 2.44%擴增至 2006年 4月之 3.38%，現金卡逾放比率

更由 2005年底之 1.84%大幅攀升至 2006年 5月之 7.84%，皆為歷史

高點，堪稱台灣卡債危機的全盛時期。對於雙卡放款規模暴增，衝擊

金融秩序，金融監理主管機關原已難辭其咎；其後為求分散風險，又

禁止銀行將不良資產轉賣給同一集團或自家公司的子公司，導致銀行

無法確切得知資產管理公司催收情形，進一步衍生出不法催收、暴力

討債以及債務人因不堪壓力與騷擾而尋短等社會問題（林姿儀 2006a, 

b; 夏傳位 2008; 廖俊男、劉雨芬 2007）。

即使認定金融監理主管機關未能有效監督銀行徵信體系、銀行徵

信不實及鼓吹錯誤消費觀念等皆須為卡債危機負起相當責任，唯一般

財務金融領域之研究者對於卡債危機的解決，並不贊成調降雙卡利差

及利率，甚至不忘強調多數債務人過度消費造成超額舉債，實乃咎由

自取（林姿儀 2005, 2006a, b; 廖俊男、劉雨芬 2007）。例如，林姿儀

（2006b）指出，過度舉債之雙卡債務人中，不乏媒體所稱之「卡賊」，

因為根據麥肯錫調查報告，台灣過度借貸人口約 30至 40萬人（約占

總人口的 1.7%、成年人口的 2%），平均借貸金額超過 190萬元，其中

的 30%，債務餘額為月薪的 22至 45倍；其次，雙卡債務資金用途有

70%為奢侈消費之用，30%才是用在民生必需。與之呼應的是張老師

基金會對於積欠卡債原因的調查，最高的 25%為「過度消費」，「投

資失敗」的 21%居次，用於一般生活為 19%，資金週轉則為 14%。

但雙卡債務人真是具有高同質性的一群奢侈浪費之徒嗎？其他的

資料顯示這種印象或許過於偏頗，甚至反映出前述調查在問卷題目設

計與抽樣上可能具有重大缺失。例如，根據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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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2月針對參加債務宣導說明會民眾（成功樣本數= 1,303）所

進行的負債原因（複選）調查結果，比例由高而低依序為「入不敷出」

（41.9%）、「失業」（30.3%）、「生意資金調度失敗」（27.2%）、「過度

消費」（24.7%）、「幫忙償還親人債務」（23.3%）、「家人或自己健康

問題帶來的龐大支出」（16.7%）、「購買房子」（14.6%）、「遭到詐欺」

（12.7%）、「擔任保人導致負債」（12.3%）、「被倒會」（10.9%），其中

「過度消費」只排名第 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2007）。

姑且不論上述互相矛盾的調查結果何以致之，已有多位金融社會

學者在個人層次的描述統計之外，更深入地檢視巨觀的結構成因。以

美國為例，Sullivan et al.（1999, 2001）指出，1997年個人破產申請案

數是 1979年的四倍有餘，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信用卡債務的激增：

短短四年之間，全美信用卡債總金額在 1997年達到 4,220億美元，是

1993年的兩倍。根據破產判決文書，債務人的負債對象遍及醫院、銀

行、零售商等；另根據破產個案的教育與職業資料，她們發現破產者

大多屬於中產階級，而財務問題的來源以工作╱收入不穩定為大宗，

其他還包括離婚與家庭形態改變、大幅上漲的醫療支出與住宅成本，

以及消費性借貸的激增。同樣地，Warren and Tyagi（2003）詳細審視

相關消費支出數據之後，指出美國人並未在消費習慣上展現巨變，因

而駁斥所謂「過度消費的迷思」（overconsumption myth），因其無法解

釋日益增加的破產個案。另一方面，對於中產階級家庭所面臨不斷提

高的財務風險，她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個複合性原因的解釋：成為

中產階級的成本越來越高（例如，住宅、教育與交通支出漸增）、雙

薪家庭已成常態，因而失去傳統家庭中家庭主婦所能提供的危機緩衝

作用，以及金融信貸業務的去管制化導致中產階級償還能力的成長趕

不上借貸膨脹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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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雙卡債務問題的起因，除了早期消費金融體系充斥著人為操

縱、充滿陷阱的遊戲規則，加上在消費成熟的高風險社會中，來自底

層「高風險家庭」借錢週轉的需求，始終強勁，信用卡彷若成為彌補

社會安全網破洞的最後一道防線（夏傳位 2008）。析言之，商業金融

體系最初多以類家庭（quasi-family）的訴求，取代以往「以物為信」、

「以人為信」的社會信用機制，提供便利而隱密的消費和借貸方式，相

較於其他門檻較高（如：抵押貸款）或有可能家醜外揚（如：親友借

貸）的週轉方式，雙卡似乎成為救急的首選。其次，以「夢想實現」、

「自我主體實現」包裝的大量廣告，也使得消費者的金錢使用觀與客觀

經濟條件產生脫節，兩相搭配之下，雙卡債務的積累因而節節高升。

最後，消費者可能因為疾病、意外、過度消費、貧窮借款等多重因素

形成債務；但由於社會網絡的支持有限，面對銀行提供唾手可得的消

費借貸工具，只好選擇債信的二度擴張（亦即「以債養債」、「以卡養

卡」），將債務集中於銀行，繼而造成規模倍增的金錢缺口。這也說明，

相較於美國，台灣的負債案例雖然也是多重起因，但卻有債權人集中

於銀行的特殊現象，也就是銀行經常扮演「最後放款人」的角色。然

而，第二次信用擴張創造了一種虛擬的信用泡沫：個人的信用會從極

端惡劣轉變成極端優良，甚至取得更多信用額度，一個諷刺的結果就

是，新債越滾越大，終至無力負擔。因此，雙卡債務問題在台灣可能

並非單純的債務關係或法律問題，而是整體社會在信用轉型過程中所

引發的階層深化現象（吳宗昇 2011a, b）。

綜觀台灣社會至今對於卡債議題之關注，不外乎是財務金融層面

的風險管理分析、經濟╱金融社會學式的結構成因探討，或者是債務

清理制度的法學檢視（文末會再提及）。至於雙卡債務做為一種壓力

源（stressor）在個人身上可能造就的健康後果，在中文文獻上仍然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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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闕如，鮮有探討。事實上，分析債務（尤其是區分種類之後）的健

康效果具有相當充分的理由（Keese and Schmidt 2014）。首先，如果

債務的積累與處理過程對於身心健康真的具有負面效果，政策上就應

該要避免個人或家庭陷入危險的負債情境，或者是對於債台高築者，

提供更為友善的債務處理機制，以防範「貧窮陷阱」的發生（例如，

負債導致健康惡化，從而造成失業，結果又進一步加深債務負擔）。

其次，瞭解債務的積累與處理過程對於何種層面的健康（如：心理與

生理福祉、慢性與急性疾病等）危害最烈，才能據以擬訂適當的健康

促進方案。最後，這方面的發現也將有助於揭露造成「健康的社經梯

度」（socioeconomic gradient of health）之潛在機制（underlying mech-

anisms），例如，由債務引發的經濟困頓（economic hardship）或壓力

反應（debt stress）即為可能的影響路徑之一。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健康的社經梯度：超越傳統社經地位指標的需要

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SES）指標與許多的健康結果之間存在著

一種梯度關係（SES gradient of health），在文獻上已經多所記載。也

就是說，在社會經濟階層上所占據的位置愈高，平均而言，身心健康

狀態也就愈好（Adler et al. 1994; Adler et al. 1999; Dohrenwend et al. 

1992; Feinstein 1993; Kessler 1982; Kitagawa and Hauser 1973; Lantz et 

al. 1998; Mirowsky and Ross 1986, 2003; Smith et al. 1990; Townsend et 

al. 1988; Williams 1990; Williams and Collins 1995）。傳統上用以測量

社經地位的指標不外乎是收入（Jones and Wildman 2008）、教育（Elo 

and Preston 1996; Ross and Wu 1995）與職業（Link et al. 1993; Marm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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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或以上三種之不同程度的組合（Elo 2009; Geyer et al. 2006; Herd 

et al. 2007; Smith 2007），但近來多有研究者認為傳統的指標可能低估

了不同社會群體間在實質財富與財務安適感（financial wellbeing）上的

差異，因而建議探索其他測量與概念化社經地位的可能性（Adler et al. 

1994; Anderson and Armstead 1995），包括主觀社會經濟地位（Adler et 

al. 2000）、經濟困頓（Mirowsky and Ross 2001; Power et al. 2002）、債

務（Balmer et al. 2006; Nettleton and Burrows 1998）、資產（assets）

（Robert and House 1996; Schoenbaum and Waidmann 1997）與財富

（wealth）（Hurd and Kapteyn 2003; Oliver and Shapiro 1995）。

一個仍缺乏深度研究的財務面向之測量即為消費信貸，特別是信

用卡債務（Drentea 2000; Drentea and Lavrakas 2000）。信用卡債務會對

健康產生影響可能有幾個原因：（1）信用卡債務的產生通常代表個人

面臨短期（例如：因為失業或欠缺積蓄所以用信用卡或現金卡支付日

常生活所需）以及長期（例如：高額循環利息的累積）的財務困頓；（2）

高額的債務會導致個人縮減和健康有關的財貨或服務之開銷，例如以

罐頭食品取代生鮮蔬果，或持續使用度數不足的老花或近視眼鏡，甚

至在出現明顯病症時卻避免就醫；（3）欠錢本身，以及伴隨債務而來

的其他負面財務事件，極有可能提升壓力反應（financial stress）與心理

憂困（psychological distress），進一步促使健康惡化，例如：循環利息

越滾越高、來自債權人或資產管理公司的逾期繳款通知與不當催收、

家庭內因為金錢所生的口角、以及對子女教育基金或家庭急難基金準

備不足而擔憂等（Drentea 2000; Drentea and Lavrakas 2000; Kalousova 

and Burgard 2013; Keese and Schmidt 2014; O’Neill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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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債務與心理健康 :壓力過程（stress process）與生命歷程 

（life course）

如前所述，社經地位已被持續發現與心理健康息息相關（Dohren-

wend et al. 1992; Gallo and Matthews 2003; Kessler 1982; Link et al. 1993; 

Mirowsky and Ross 1986, 2003; Ulbrich 1989; Williams et al. 1992）。另

一方面，債務與心理健康之間的關係也出現越來越多的支持性證據。

2000年英國政府的一項調查指出，在沒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之間，僅有

9%負債；而在精神官能症（neurotic conditions）與精神病（psychotic 

conditions）患者中，該數據分別為 24%與 33%（Meltzer et al. 2002）。

Fitch et al.（2007）的回顧指出，雖然過去的研究發現常常無法建

立起債務與心理健康問題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債務和以下的心理困擾

卻存在著明顯的關聯，包括：焦慮與壓力（Brown et al. 2005; Drentea 

and Lavrakas 2000; Nettleton and Burrows 1998; Turunen and Hiilamo 

2014）、憂鬱（Chi and Chou 2000; Mendes de Leon et al. 1994; Reading 

and Reynolds 2001; Turunen and Hiilamo 2014）、自殘與自殺念頭（Hatcher 

1994; Hintikka et al. 1998; Taylor 1994; Turunen and Hiilamo 2014）。另

外，和債務有關的羞愧感、社會困窘、與個人失敗感也會使個人不願

揭露與討論自己的財務處境（Hayes 2000）。最後，心理健康因素也有

可能導致債務的發生。例如：購物強迫疾患（compulsive shopping dis-

order）中對衝動控制的失敗便以負債為主要特徵（Aboujaoude et al. 2003; 

Black 2001）；再者，個人也有可能因為被視為精神病患而心生不悅，

遂以購買物質財貨及營造可欲的生活形態做為抒發手段（Fitch 2006）。

若進一步聚焦在無擔保（unsecured）的消費信貸之上，最近一份

回顧超過六十項研究的後設分析發現，無擔保債務和多種心理健康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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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測量具有顯著相關，包括心理疾患（mental disorder）、憂鬱、自殺

行為╱企圖、物質濫用、神經疾患（neurotic disorder）、精神疾患（psy-

chotic disorder）等。然而，由於所回顧的研究多為橫斷面設計，作者

因此提醒上述關係的因果方向仍有待後續更多的貫時性研究加以驗證

（Richardson et al. 2013）。另一方面，利用貫時性資料與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的分析方法排除不可觀測的異質性之後（unobserved hetero-

geneity），Keese and Schmidt（2014）發現家戶在消費信貸支出占所

得比率之消長，在因果上可以預測家庭內成人的身體健康滿意度與心

理健康分數之變化。運用類似的分析方法（固定效果），Berger et al.

（2016）也發現，家戶債務與個人憂鬱症狀呈現正向關聯，而此一關

聯似乎多由短期（無擔保）債務所趨動，與中長期（擔保）債務幾乎

無關；同時，短期（無擔保）債務對於個人心理福祉的負面影響在低

教育、未婚且年屆退休者身上更為明顯。最後，Gathergood（2012）利

用個人無法控制的地區房價之波動做為外衍變項（exogenous variable）

以建立因果推論，也發現在償還無擔保債務（如信用卡債務）上發生

問題的人，更容易感到焦慮，甚至產生影響決策能力的外溢效果。但

如果是在破產發生率較高的地區，債務對心理健康的衝擊則相對減

少，其稱此為社會規範的效果（social norm effects）。

債務與心理健康之間的聯結或許可以透過壓力過程模型（the 

stress process model）來協助理解。析言之，壓力過程模型將壓力源

（stressors）、對應策略（coping strategies）與社會心理資源（psycho-

social resources）等三大構念整併在單一的分析架構之中，以解釋心理

憂困的社會分布。其更進一步假設個人所面對的壓力多寡取決於個人

所處之社會╱歷史的結構位置與其在生命歷程（life course）中的發展

階段（Pearlin 1989, 1999; Pearlin et al. 1981; Pearlin et al. 2005; Pea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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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hooler 1978; Pearlin and Skaff 1996）。

首先，壓力是個相當複雜的概念，至少可從兩個面向觀察（Whea-

ton 1994, 1999）。第一是以壓力的間斷性（discrete）或連續性（con-

tinuous）來區分，前者名為生命事件（life events），如喪偶、遭受解雇

等；後者稱為長期緊張（chronic strain），如貧窮、失能等。第二則端

視產生壓力的社會情境之層次，來自較低層次者稱為微觀事件（micro 

events），如日常的麻煩或紛爭（daily hassles）；來自較高層次者就是鉅

觀事件（macro events），如金融海嘯。而當一個初級壓力源（primary 

stressor）出現時，不論其為間斷性的生命事件，或是一個更為長期的

緊張或困境，可能導致其他的次級壓力源（secondary stressor）接二

連三發生，此即壓力增生（stress proliferation）的現象（Pearlin et al. 

1981）。準此而言，我們其實不難想像，信用卡債務的積累與處理過

程，包含高額循環利息造成欠款越還越多、不勝其擾的債務催收、與

銀行協商或申請調解時的半推半就、更生或清算聲請遭到駁回等種種

挫折，正好構成大大小小、不一而足的短期（急性）事件或長期（慢

性）困境，都足以引發出其他生活領域內（如工作、家庭等）的各式

壓力反應，從而提升個人的心理憂困。

值得注意的是，壓力過程模型中特別強調個人對於社會情境與環

境要求的覺知（appraisal）才是其後對健康產生效果的前提（House 

1974, 1981, 2002），而財務吃緊（financial strain）或財務憂困（finan-

cial distress）所反映的恰好是主觀上覺得收入是否充足或感受到經濟剝

奪的程度，其本身不僅是一個主要壓力源，更有可能進一步衍生出其

他長期或急性的壓力經驗（Angel et al. 2003）。例如，Drentea（2000）

發現，與債務有關的壓力感受可以解釋（1）年齡與焦慮之間的部分

關係，（2）卡債╱收入比與焦慮之間的部分關係，以及（3）未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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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的次數與焦慮之間的全部關係。其次，為了更適當地檢驗壓力過

程模型的解釋效力並避免所謂的「歸類錯誤」問題（misclassification 

problem），2過去文獻（Turner 2010）因此建議同時考慮多向度的健

康結果（如：生理面、心理╱情緒面、行為面等），並進一步去測試

心理憂困與生理狀況之間的關聯性（Pearlin and Bierman 2013; Pearlin 

et al. 2005）。

（三）債務與生理健康 :適應負荷（allostatic load）與風險行為 

（risk behavior）

接觸壓力之後，個人所產生的失調（dysregulation）反應，多表現

在某些生理╱生物標誌（physiological or biological marker）的設定值

（set-point）之改變（Dowd and Goldman 2006），而當這樣的改變持續

太久，就會提高個人的適應負荷（allostatic load），從而造成生理健

康方面的損害。析言之，當個體面對諸如孤立、饑餓、危險與感染等

壓力源時，需要藉由生理系統的波動來加以調適，包括交感神經系統

（the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神經內分泌系統（the neuroendocrine 

system）中的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the hypothalamic-

pituitary-adrenal axis）、以及免疫系統（the immune system）（McEwen 

1998）。然而，當個體面對多重急性或慢性壓力源時，這些系統的持

續活動將會對人體產生一種損耗效果（wear and tear），以致於留下生

理上的抑制印記（physiologic stamp），即為適應負荷；這是一種具有

累積效果的生理風險，並可能造成人與人之間在健康狀態上的差異

2  這裏指的是在壓力研究中，如果只考慮單一向度的結果變項，有可能會低估了壓力
過程模型對於身心健康的解釋效力，也就是某些個人可能具有尚未能被診斷或測量

出來的心理狀況或生理疾病，卻被錯誤歸類為「非疾患」（non-disordered）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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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Ewen and Seeman 1999; McEwen and Stellar 1993）。文獻中已多所

記載，普遍而言，低社經地位者具有較高的適應負荷（詳見 Szanton et 

al. 2005之回顧）；同時，高適應負荷也可以預測死亡率、心血管疾病

的發生、與認知╱生理功能的降低（Seeman et al. 2001; Seeman et al. 

1997）。一份歷經 40年的貫時性研究（Singer and Ryff 1999）顯示高

適應負荷與自童年起至 59歲為止在經濟與社會關係上所累積的不幸

有關。準此而言，若說伴隨著債務而來的生活困境有可能威脅生理健

康，應該也不令人意外（Turunen and Hiilamo 2014）。Richardson et al.

（2013）回顧超過六十份研究的後設分析即發現，無擔保債務和生理健

康的各項測量指標具有顯著的劑量反應關係（does-response effect：也

就是債務越嚴重，健康問題越大），包括自評健康、長期疾病與失能、

慢性疲勞、背痛、肥胖，以及和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

社經地位也可能透過其他健康風險與不健康的行為（如：肥胖、

酗酒、抽煙等）影響個體的生理福祉（Adler et al. 1994; Berkman and 

Breslow 1983; Feinstein 1993; Lantz et al. 1998; Patterson et al. 1994）。

事實上，信用卡債務的積累與處理過程也常和各式風險行為亦步亦趨

（Turunen and Hiilamo 2014）。舉例而言，Adams and Moore（2007）指

出，具有高風險信貸行為的大學生，除了容易累積卡債之外，更可能

從事其他的危險行為，像是酒駕、在過去三十天內服用安非他命、具

有較高的身體質量指數（BMI），並較少從事運動及安全性行為等。同

樣地，Drentea and Lavrakas（2000）發現信用卡債務及與債務有關之

壓力感受，獨立於傳統的社經地位指標之外，仍得以和個人的自評健

康與身體機能產生連結，而此一關係又有部分可被 BMI、吸煙、與喝

酒等健康風險所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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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目的與假設

綜上所述，本研究援引健康的社經梯度之豐富文獻與壓力過程之

理論架構，同時考慮區分債務類型（無擔保消費信貸 vs.其他欠款）

以及多向度的健康結果（生理面以及心理╱情緒面），企圖釐清信用

卡債務是否有別於其他的擔保貸款，而能獨立於傳統的社經地位指標

之外，對於個人的身心健康產生顯著的影響，並進一步檢視在信用卡

債務的積累與處理過程中，心理與生理狀況是否以及如何產生關聯。

具體的研究假設分述如下：

假設 1（H1）： 即使在控制社會人口特徵與社經地位背景之後，相較

於不含卡債的借貸，含有卡債之借貸與個人的身心福

祉具有更強烈且顯著的負向關聯。

假設 2（H2）： 積欠卡債屬於一種長期緊張，根據壓力過程的相關理

論，其對於健康的影響，應是先透過增加心理上的憂困

（distress），再累積轉化為身體上的種種失調（dysfunc-

tion），而非藉由生理影響心理。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之樣本來自於「2007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

期第三次（問卷一：階層組）」（張苙雲、廖培珊 2009）。在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現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現為司）的推動

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最初於 1983年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

劃執行，主要目的在經由抽樣調查研究收集資料提供學術界進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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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變遷之研究分析。2007年第五期第三次階層組的問卷設計，主要

是針對社會階層進行調查，除了保留前三次調查皆出現過且在階層研

究中不可或缺的題組之外，另外新增了三個主題（手足研究、投資消

費和社會排除），以及兩個具延續性之重要階層議題（主觀階層信念

和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本次調查自 2007年 7月到 9月間進行，

以台灣地區18歲以上人口為母體，採用分層三階段機率抽樣（階層、

村里、個人），抽樣分層有核心都市、一般都市、新興市鎮、傳統產

業市鎮、一般鄉鎮、高齡化鄉鎮、偏遠鄉鎮等七個集群，再將高齡化

鄉鎮和偏遠鄉鎮合併為一類，合計六個分層。2007年第五期第三次的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緊接在 2006年雙卡風暴的高峰之後，也是歷年社

會變遷調查中針對負債狀況提問最為詳細與全面的一次，不僅彌足珍

貴，更特別適合本研究之所需。本次調查方式為面訪，最後所得成功

樣本數為 2,040。

（二）變項測量

1.社會人口變項

做為控制之用，包括年齡、籍貫與婚姻狀況。年齡為等距尺度，

性別則為二元類別變項（0=女；1=男）。父親族群包括閩南、客家、

外省、原住民以及其他等五個類別，以閩南為參考組，建立四個虛擬

變項（dummy variable）。婚姻狀況則有已婚╱同居、未婚、離婚╱分

居、喪偶等四個類別，以未婚為參考組，建立三個虛擬變項。

2.社經地位變項

即為過去文獻中顯示與個人身心健康息息相關的傳統社經指標。

「教育」共分五組，以「小學及以下」為參考組，建立四個虛擬變項

（國中、高中〔職〕、大專、研究所）。「平均每月個人收入」由低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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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出詳細的 27個區段（1=無收入，10= 8到 9萬元以下，15= 30

萬元以上）。「資產」部分有問到是否有「儲蓄」（台幣、外幣、投資

型保單）、「股票」、「基金」、「不動產」，以及「事業」（個人擁有、與

他人合夥），除了請受訪者勾選符合的項目，並估計其市價總額。然

而由於估價部分之遺漏值甚多，故僅使用「資產項目」之計數。「職

業階級」則參考林宗弘（2009, 2012）分為雇主╱資本家、自營作業

者（含農民）、新中產階級（合併了技術工人或專家、經理人與專業

經理人等三類）、非技術工人以及非勞動力（參考組）等五大類，建

立四個虛擬變項。最後，「主觀階級」是由受訪者主觀決定自己在社

會階梯中的位置（最低為 1最高為 10）。

3.債務變項

為本研究中主要的預測變項。「負債狀態」同時反映是否身負債務

及其發生時點，主要基於兩個題項：其一詢問受訪者「到目前為止，

您家裡需不需要償還借款或貸款？」選項有「不需要」或「需要」；其

二詢問受訪者「這些是何時的借貸？」選項有「最近三年」、「更早以

前就有，最近三年也有」、「三年以前」或「不適用」。因此「負債狀態」

綜合上述兩個問題，以無債務為參考組，建立三個虛擬變項：「三年以

內債務」、「三年以前及以內債務」以及「三年以前債務」。「負債金額」

則詢問受訪者「到目前為止，您家裡還需要償還多少借款或貸款？」

以十個等級評估，0=無債務，5= 50到 100萬，9= 1,000萬以上。另

外，根據受訪者的債務性質，區分出三種主要類別：無債務，有債務

且含卡債，有債務但不含卡債。因此，「債務類型」的部分便以無債

務為參考組，建立兩個虛擬變項：「有債務（含卡債）」以及「有債務

（不含卡債）」。最後，「信用╱現金卡債務占總債務百分比」以十一個

等級評估，0=無債務或無卡債，5=50%，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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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變項

為本研究中主要的結果變項。「生理失調」（physical dysfunction）

是由兩個題項組合而成，第一個問題是由受訪者以四分量尺自評過去

一年的健康：1=很好，4=很不好。第二個問題則問及受訪者在過去

一個月內是否曾經因為身體不適或受傷而影響到日常作息（如上學、

工作、家事）：1=無影響，4=有很大的影響。兩題分數加以平均，3 

α信度係數為 .69，平均分數愈高，代表生理失調愈嚴重。

「心理憂困」是由受訪者以四分量尺（1 =幾乎都不會，4=幾乎

每天都會）回答在過去一個星期內，出現八種感覺的頻率，包括生命

有意義（反向編碼）、煩惱、做事吃力、害怕等。初步分析顯示，移去

「生命有意義」的題項可以將 α信度係數提高（.80）並保留較多可供

分析的樣本數，故最後僅利用七題加以平均，平均分數愈高，代表心

理憂困愈嚴重。

由於以上兩個健康變項在分布上皆明顯右偏，因此再分別對其進

行自然對數之轉換（以 e為底數的對數函數）以利後續分析之進行。

（三）分析方法

首先將主要變項中出現遺漏值之個案刪除後（list-wise deletion），

3  當受訪者被要求評估過去一年以來的健康，理想上受訪者應該詳細地回顧十二個月
前至填答當下為止的健康狀況，並給出一個（每月）「平均值」，所以這樣的評估當

然也應該符合最近一個月內的狀況。然而，實際上受訪者的記憶多不可靠，甚至連

半年前的健康狀況都可能記錯（Litwin and McGuigan 1999），因其對於過去的回想
時常受到填答當下或最近的狀態所影響而造成偏誤（recall bias）。不管是哪一種狀
況，要求受訪者評估過去一年以來的健康，所得到的回答幾乎就是反映受訪當下或

最近的橫斷面測量，因此將其和過去一月之內的身體不適或受傷合併，不論從概念

上或實務上來說皆堪稱恰當，其內在一致性（信度）也都在可接受的標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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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所餘之完整樣本（N=1,811，約為原樣本數之 89%）呈現描述統

計並供後續分析之用。

為了檢驗第一個研究假設，接著以生理失調與心理憂困為依變項

分別進行最小平方和OLS的階層迴歸分析。最初先估計基準模型M0，

其中納入所有的社會人口變項與社經地位變項來預測依變項。隨後，

考慮到多元共線（multicollinearity）的可能，不同形態的債務變項再依

序分別加入基準模型之中，並檢驗新加入變項的迴歸係數之顯著性。

最後，再將所有顯著的債務變項一起加入基準模型中重新估計個別的

淨效果，以決定最適之模型。雖然非常態的依變項已經過自然對數轉

換，但OLS迴歸分析中更棘手的問題在於違反「等分散性」（homosce-

dasticity）的假設，尤其當模型中未納入必要的互動項、結果變項為

受限變項（bounded or limited）或其測量之信度與一個或多個預測變

項產生某種關聯時，「不等分散性」（heteroskedasticity）特別容易發生

（Hayes and Cai 2007）。有鑑於此，本研究中之 OLS迴歸分析皆採用

「抗不等分散性的強靭標準誤」（heteroskedasticity-consistent standard 

error, HCSE）。文獻上大多推薦使用 HC3（Davidson and MacKinnon 

1993）或 HC4（Cribari-Neto 2004），由於兩者所得之發現並無顯著差

別，因此本研究只呈現使用 HC3之結果。

為了檢驗第二個研究假設，先以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

因果步驟（causal steps）初步探討究竟是心理憂困中介債務與生理失

調的關係（債務⇒心理憂困⇒生理失調），抑或是由生理失調中介債
務與心理憂困的關係（債務⇒生理失調⇒心理憂困）。由於因果步驟
可能失之於主觀，接著再利用更為嚴謹的拔靴法（bootstrapping）直

接考驗上述兩種不同影響方向的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以統計上

的顯著性做為更客觀的判準（Hayes and Preach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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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樣本資料來自觀察性（observational）的調查而非隨機

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由於選擇作用（selection）

所造成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有可能使得債務與身心健康的關係

產生偏誤，因此再以事後的傾向分數分析（post-hoc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檢覈研究發現的強靭性（robustness check）。此外，亦會一併

提供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與耗損分析（attrition analysis）

的結果作為研究效度的多重檢證。

五、研究發現

（一）描述統計

表 1摘要出樣本加權後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值。樣本的平均年齡

為 43.21歲，男女約略各半。父親為客家籍（13%）及外省籍（11%）

之比例均在一成左右，原住民僅占 2%，閩南籍（74%）超過七成。約

三分之一的樣本未婚（30%），離婚╱分居（4%）與喪偶（5%）者加

起來約占一成。另外，高中（職）╱專科學歷者最多（45%），平均每

月個人收入的中位數=4（2–3萬元以下）。職業階級中以非技術工作者

最多，占了約三成（35%），新中產階級居次（19%），雇主最少（3%）。

債務狀況方面，約四成（41%）需要償還借款或貸款，受訪前三

年以內產生債務的人約有五分之一（19%），而有 6%的人其債務與信

用╱現金卡的欠款有關。在需要償還借款或貸款的人當中，負債金額

的中位數=6（100萬元以上至 300萬元）；在有積欠卡債的人當中，平

均而言，信用╱現金卡的欠款佔總債務的四成（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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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
要
變
項
之
加
權
描
述
統
計
值
（

N
=

1,
81

1 ）

變
項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備
　
　
　
註

社
會
人
口
變
項

年
齡

43
.2

1
15

.9
6

19
.0

0
93

.0
0

性
別

0.
51

N
A

0.
00

1.
00

0=
女
；

1=
男

父
親
族
群
（
參
考
組
：
閩
南
）

　
客
家

0.
13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外
省

0.
11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原
住
民
╱
其
他

0.
02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婚
姻
狀
況
（
參
考
組
：
未
婚
）

　
已
婚
或
同
居

0.
61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離
婚
╱
分
居

0.
04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喪
偶

0.
05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社
經
地
位
變
項

平
均
每
月
個
人
收
入

3.
78

2.
67

1.
00

15
.0

0
1=
否
收
入
，

15
=

30
萬
元
以
上

中
位
數

=
4 （

2 —
3
萬
元
以
下
）

資
產
項
目
計
數

1.
29

1.
38

0.
00

8.
00

教
育
（
參
考
組
：
國
小
或
以
下
）

　
國
中

0.
15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高
中
（
職
）

0.
45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大
專

0.
19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研
究
所

0.
03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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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
要
變
項
之
加
權
描
述
統
計
值
（

N
=

1,
81

1 ）（
續
）

變
項

名
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備
　
　
　
註

職
業
階
級
（
參
考
組
：
非
勞
動
力
）

　
雇
主

0.
03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自
營
作
業
者

0.
12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新
中
產
階
級

0.
19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非
技
術
工
人

0.
35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主
觀
階
級

4.
63

1.
71

1.
00

10
.0

0
債
務
變
項

負
債
狀
態
（
參
考
組
：
無
負
債
）

　
三
年
以
內
債
務

0.
14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三
年
以
前
及
以
內
債
務

0.
05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三
年
以
前
債
務

0.
22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負
債
金
額

2.
14

2.
80

0.
00

9.
00

0=
無
，

9=
10

00
萬
元
以
上

排
除
無
負
債
者
後
中
位
數

=
6

（
10

0
萬
元
以
上
—

30
0
萬
元
）

信
用
╱
現
金
卡
債
務

佔
總
債
務
百
分
比

0.
22

1.
20

0.
00

10
.0

0
0=
無
，

1=
一
成
，

10
=
全
部

排
除
無
欠
債
及
無
欠
卡
債
者
後
平
均
數

=
3.

95
債
務
類
型
（
參
考
組
：
無
負
債
）

　
有
債
務
（
含
卡
債
）

0.
06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有
債
務
（
不
含
卡
債
）

0.
35

N
A

0.
00

1.
00

0=
否
；

1=
是

健
康
變
項

生
理
失
調
（
自
然
對
數
轉
換
）

1.
15

0.
33

0.
69

2.
08

心
理
憂
患
（
自
然
對
數
轉
換
）

2.
29

0.
31

1.
95

3.
33

註
：

N
A

=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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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失調的 OLS迴歸分析

表 2為採用 Hayes and Cai（2007）提供的 SPSS Macro所進行的

一系列以生理失調（自然對數轉換）為依變項之迴歸模型。首先，以

所有社會人口變項與社經地位變項來預測依變項的基準模型（M0）顯

示，年齡愈高（b= .003, p< .001）、教育程度愈低（以小學或以下為參

考組，國中 (b)=−.10, p<.001，高中（職）(b)=−.11, p<.001，大專 (b)=

−.10, p< .01，研究所 (b)=−.14, p< .01）、以及主觀階級愈低（b=−.02, 

p<.001），則生理失調的水準顯著愈高。男性的生理失調程度，平均而

言，顯著較女性為低（b=−.04, p< .05）。離婚╱分居者（b= .12, p< .05）

較未婚者在生理上顯著出現更多的失調。最後，相較於無工作者，自

營作業者（b=−.07, p< .05）與新中產階級（b=−.06, p< .05）的生理失

調程度皆顯著較輕。總體而言，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與一般文獻上

已經確認在生理健康上的老化趨勢、性別差異，與社經梯度，若合符

節。唯平均每月個人收入與資產項目計數並未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頗為令人意外。

其次，再將不同的債務測量一一加入基準模型之中，並檢驗新加

入變項的迴歸係數之顯著性，依序為：M1中的「三年以內債務」（b=

.02, p= .48）、「三年以前及以內債務」（b= .06, p= .10）、及「三年以前

債務」（b= .02, p= .22），M2中的「負債金額」（b= .003, p= .20），M3

中的「信用╱現金卡債務佔總債務百分比」（b= .01, p = .11），以及M4

中的「有債務（含卡債）」（b= .08, p< .05）與「有債務（不含卡債）」

（b= .02, p= .24）。由於僅有「有債務（含卡債）」此一虛擬變項，在控

制所有社會人口變項與社經地位變項之後，仍達到顯著，因此，M4獲

選為最適模型。由此可見，只要債務並未涉及信用╱現金卡欠款，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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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𤤳預測生理失調（自然對數轉換）之 OLS迴歸分析

自變項名稱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N=1,811）

M0 M1 M2 M3 M4 M5

截距
1.39***
(.03)

1.39***
(.03)

1.39***
(.03)

1.39***
(.03)

1.39***
(.03)

.29***
(.07)

社會人口變項

年齡（平均數平減）
.003***

(.001)
.003***

(.001)
.003***

(.001)
.003***

(.001)
.003***

(.001)
.003***

(.001)

性別（女=0╱男=1）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2
(.01)

父親族群（參考組：閩南）

　客家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外省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3
(.02)

　原住民╱其他
.08

(.06)
.08

(.07)
.08

(.06)
.08

(.07)
.08

(.07)
−.003
(.06)

婚姻狀況（參考組：未婚）

　已婚或同居
−.01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04
(.02)

　離婚╱分居
.12*

(.05)
.10*

(.05)
.10*

(.05)
.10*

(.05)
.09

(.05)
.03

(.04)

　喪偶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4

(.05)
.02

(.04)
社經地位變項

平均每月個人收入
.003

(.004)
.003

(.004)
.003

(.004)
.003

(.004)
.003

(.004)
.002

(.004)

資產項目計數
−.003
(.01)

−.002
(.01)

−.002
(.01)

−.002
(.01)

−.002
(.01)

−.002
(.005)

教育（參考組：國小或以下）

　國中
−.11***
(.03)

−.12***
(.03)

−.12***
(.03)

−.12***
(.03)

−.12***
(.03)

−.09**
(.03)

　高中（職）
−.11***
(.02)

−.11***
(.03)

−.11***
(.03)

−.11***
(.03)

−.11***
(.03)

−.10***
(.03)

　大專
−.10**
(.03)

−.11**
(.04)

−.11**
(.03)

−.11**
(.03)

−.11**
(.03)

−.07*
(.03)

　研究所
−.14**
(.05)

−.14**
(.05)

−.14**
(.05)

−.14**
(.05)

−.14**
(.05)

−.0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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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𤤳預測生理失調（自然對數轉換）之 OLS迴歸分析（續）

自變項名稱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N=1,811）

M0 M1 M2 M3 M4 M5

職業階級（參考組：非勞動力）

　雇主
−.09
(.05)

−.09*
(.05)

−.09*
(.05)

−.09
(.05)

−.09*
(.05)

−.07
(.04)

　自營作業者
−.07*
(.03)

−.07*
(.03)

−.07*
(.03)

−.07*
(.03)

−.07*
(.03)

−.05
(.03)

　新中產階級
−.06*
(.03)

−.06*
(.03)

−.06*
(.03)

−.06*
(.03)

−.06*
(.03)

−.06*
(.02)

　非技術工人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3
(.02)

主觀階級
−.02***
(.005)

−.02***
(.005)

−.02***
(.005)

−.02***
(.005)

−.02***
(.005)

−.01
(.004)

債務變項

負債狀態（參考組：無負債）

　三年以內債務
.02

(.02)

　三年以前及以內債務
.06

(.04)

　三年以前債務
.02

(.02)

負債金額
.003

(.003)
信用╱現金卡債務
佔總債務百分比

.01
(.01)

債務類型（參考組：無負債）

　有債務（含卡債）
.08*

(.04)
−.01
(.03)

　有債務（不含卡債）
.02

(.02)
−.004
(.02)

心理憂患 
（自然對數轉換）

.44***
(.02)

Adjusted R2 .109 .109 .109 .110 .110 .268

註：***p< .001, **p< .01, *p< .05。括孤內為強靭標準誤（HC3SE）。



賠上身心健康的信用卡債務：中介影響路徑之探查　185

債本身或其發生時間的遠近不必然會和身體健康產生關聯。然而，一

旦積欠信用╱現金卡債，不論其金額多寡或占總債務的比例為何，在

生理狀態上便會較無債務者來得更差，即使是在控制其他社會人口變

項與社經地位變項之後，依然如此。

（三）心理憂困的 OLS迴歸分析

以心理憂困（自然對數轉換）為依變項之一系列迴歸模型呈現在

表 3之中。基準模型（M0）顯示，在人口特質方面，年齡愈大（b=

−.002, p< .01）者以及男性（b= −.04, p< .05）的心理憂困程度顯著較

低。相較於父親為閩南籍者，父親為外省籍（b= .05, p < .05）及原住民

（b= .19, p< .001）者有顯著較高的心理憂困。離婚╱分居者（b= .16, 

p< .01）的心理憂困程度亦較未婚者顯著更高。在社經地位的測量方

面，教育程度愈高（以小學或以下為參考組，國中 (b)=−.06, p < .05，

大專 (b)= −.07, p< .05，研究所 (b)= −.11, p< .05），以及主觀階級愈高

（b= −.03, p< .001），皆回報顯著較低的心理憂困。至於平均每月個人

收入、資產項目計數與職業階級則未發現顯著的預測效果。

以上結果顯示，和生理失調的情況類似，當代台灣社會之內，心

理憂困的社經梯度亦清晰可見，特別是以教育程度與主觀階級做為衡

量依據時更為明顯。而女性、少數族群（父親為外省籍與原住民者），

以及經歷婚姻解組者（離婚╱分居）在心理健康上的劣勢，與一般文

獻上的記載亦有頗多吻合之處。

接著，一如先前的分析程序，再將不同的債務測量一一加入基準

模型之中，分別為：M1中的「三年以內債務」（b= .09, p < .001）、「三

年以前及以內債務」（b= .12, p< .001）、及「三年以前債務」（b= .04, 

p< .05），M2中的「負債金額」（b= .01, p< .001），M3中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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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預測心理憂困（自然對數轉換）之 OLS迴歸分析

自變項名稱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N=1,811）

M0 M1 M2 M3 M4 M5 M6

截距
2.50***
(.03)

2.49***
(.03)

2.49***
(.03)

2.49***
(.03)

2.48***
(.03)

2.48***
(.03)

1.93***
(.04)

社會人口變項

年齡（平均數平減）
−.002**
(.001)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性別（女=0╱男=1）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4*
(.02)

−.02
(.01)

父親族群（參考組：閩南）

　客家
.003

(.02)
.006

(.02)
.01

(.02)
.006

(.02)
.006

(.02)
.006

(.02)
.01

(.02)

　外省
.05*

(.03)
.05*

(.03)
.05*

(.03)
.05*

(.03)
.05*

(.03)
.05*

(.03)
.06*

(.02)

　原住民╱其他
.19***

(.06)
.18**

(.06)
.18**

(.06)
.20***

(.06)
.19**

(.06)
.19**

(.06)
.16**

(.06)
婚姻狀況（參考組：未婚）

　已婚或同居
−.02
(.02)

−.04
(.02)

−.04
(.02)

−.02
(.02)

−.04
(.02)

−.04
(.02)

−.03
(.02)

　離婚╱分居
.16**

(.05)
.14**

(.05)
.15**

(.05)
.16**

(.05)
.14**

(.05)
.14**

(.05)
.10*

(.05)

　喪偶
.08

(.04)
.06

(.04)
.06

(.04)
.08

(.04)
.06

(.04)
.06

(.04)
.04

(.04)
社經地位變項

平均每月個人收入
.002

(.004)
.002

(.004)
.002

(.004)
.002

(.004)
.002

(.004)
.002

(.004)
.0002

(.003)

資產項目計數
−.001
(.01)

.001
(.006)

.0002
(.006)

.000
(.006)

.001
(.006)

.001
(.006)

.002
(.005)

教育（參考組：國小或以下）

　國中
−.06*
(.03)

−.06*
(.03)

−.06*
(.03)

−.07*
(.03)

−.07*
(.03)

−.07*
(.03)

−.02
(.02)

　高中（職）
−.03
(.02)

−.04
(.03)

−.04
(.03)

−.04
(.03)

−.04
(.03)

−.04
(.03)

.005
(.02)

　大專
−.07*
(.03)

−.08*
(.03)

−.08*
(.03)

−.07*
(.03)

−.08*
(.03)

−.07*
(.03)

−.03
(.03)

　研究所
−.11*
(.05)

−.11*
(.05)

−.12*
(.05)

−.11*
(.05)

−.11*
(.05)

−.11*
(.05)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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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預測心理憂困（自然對數轉換）之 OLS迴歸分析（續）

自變項名稱
未標準化迴歸係數（N=1,811）

M0 M1 M2 M3 M4 M5 M6

職業階級（參考組：無工作）

　雇主
−.05
(.05)

−.06
(.05)

−.06
(.05)

−.05
(.05)

−.06
(.05)

−.06
(.05)

−.02
(.05)

　自營作業者
−.05
(.03)

−.06*
(.03)

−.06*
(.03)

−.05
(.03)

−.06*
(.03)

−.06*
(.03)

−.03
(.02)

　新中產階級
.005

(.03)
.003

(.03)
.004

(.03)
.004

(.03)
.001

(.03)
.002

(.03)
.03

(.02)

　非技術工人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1
(.02)

主觀階級
−.03***
(.005)

−.03***
(.005)

−.03***
(.005)

−.03***
(.005)

−.03***
(.005)

−.03***
(.005)

−.02***
(.004)

債務變項

負債狀態（參考組：無負債）

　三年以內債務
.09***

(.02)

　三年以前及以內債務
.12***

(.03)

　三年以前債務
.04*

(.02)

負債金額
.01***

(.003)
−.002
(.007)

信用╱現金卡債務
佔總債務百分比

.03**
(.009)

.006
(.01)

債務類型（參考組：無負債）

　有債務（含卡債）
.19***

(.04)
.16*

(.07)
.14***

(.04)

　有債務（不含卡債）
.05***

(.02)
.04

(.04)
.02

(.02)
近期債務（參考組：
無負債╱早期債務）

.05*
(.02)

.05*
(.02)

生理失調
（自然對數轉換）

.40***
(.02)

Adjusted R2 .074 .087 .082 .084 .093 .094 .256

註：***p< .001, **p< .01, *p < .05。括孤內為強靭標準誤（HC3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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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卡債務佔總債務百分比」（b= .13, p< .001），以及M4中的「有債

務（含卡債）」（b= .19, p< .001）與「有債務（不含卡債）」（b= .05, 

p< .001）。

由於所有債務測量的迴歸係數，即使在控制社會人口變項與社經

地位變項之後，皆分別在M1到M4中達到顯著，因此，下一步就是將

所有債務測量一起加入基準模型（M0）中同時估計，以便比較不同債

務變項間預測效力之強弱。然而，由於M1中的三個虛擬變項（負債

狀態）與M4中的兩個虛擬變項（債務類型）具有線性相依性（linear 

dependence）而無法同時估計，於是先只將M1到M3中債務變項加入

基準模型（M0）同時估計，結果（未顯示在表中）發現，「負債金額」

與「信用╱現金卡債務占總債務百分比」皆不顯著，而反映「債務狀

態」的三個虛擬變項中，只有「三年以內債務」（b= .09, p < .05）達到

顯著，「三年以前及以內債務」（b= .10, p =.07）僅有邊際顯著，而「三

年以前債務」（b= .04, p= .34）並不顯著。這似乎暗示，越近期發生的

債務對於心理福祉的影響更為強烈。據此發現於是另外建立一個虛擬

變項稱為「近期債務」，其中只要有三年以內債務者即編碼為 1，無債

務或是債務發生在三年以前者即編碼為 0，以避免和「債務類型」產生

線性相依，但又能同時控制債務發生時點。接著便將M2到M4中的債

務變項，連同新建立的「近期債務」虛擬變項一起加入基準模型（M0）

中同時估計，即為M5（見表 3）。在同時估計的情況下，「負債金額」、

「信用╱現金卡債務占總債務百分比」、與「債務類型」中的「有債務

（不含卡債）」皆喪失其顯著性。另一方面，「近期債務」雖然達到顯

著（b= .05, p< .05），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控制債務發生時點之後，

「債務類型」中的「有債務（含卡債）」此一虛擬變項的淨效果仍然維

持顯著（b= .16, p< .01）。因此，為了避免不同債務測量之間所可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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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多元共線性並追求統計模型的「儉約性」（parsimony），在M5中

移除不顯著的「負債金額」與「信用╱現金卡債務占總債務百分比」

後即為最適模型（可稱為M5′，結果未顯示在表中，此時「有債務（含

卡債）」的 b= .17, p< .001；有債務（不含卡債）」的 b= .03, p= .09）。

總體而言，負債似乎都會帶來某種程度的心理衝擊，唯債務若不涉及

信用╱現金卡欠款，在心理憂困程度上不見得會顯著高於無債務者；

反之，一旦債務中包含了信用╱現金卡欠款，對於個人的心理福祉所

造成的衝擊，則更加顯而易見。

（四）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第二個假設指出，足以引發長期緊張的信用╱現金卡債

務，其對於健康的影響，應是先透過增加心理上的憂困，再累積轉化

為身體上的種種失調，而非藉由生理影響心理。為了驗證此一假設，

首先利用 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因果步驟（causal steps）進

行初步探索。

回到表 2中的最適模型M4，在繼續加入心理憂困（自然對數轉

換）做為預測變項後，即為M5，可以發現心理憂困（自然對數轉換）

的預測效果達到顯著（b= .44, p< .001），但原來顯著的「有債務（含

卡債）」卻不再顯著（b=−.01, p= .75）。按照 Baron and Kenny（1986）

的說法，這就表示心理憂困可能中介信用卡債務與生理失調之間的關

係（債務⇒心理憂困⇒生理失調），而且是所謂的「完全中介」（full 

mediation），中介的效果量（effect size）也很驚人，此由「中介比例」

（proportion mediated）= 1− ( | −.01 | / .8)= 98.8%可見一斑（MacKinnon 

et al. 2007）。

相較之下，以表 3中的M5中移除不顯著的「負債金額」與「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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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卡債務占總債務百分比」後（即為M5′），再加入生理失調（自

然對數轉換）做為預測變項，即為 M6，結果可以發現雖然生理失調

（自然對數轉換）的預測效果達到顯著（b= .40, p< .001），但原來即

顯著的「有債務（含卡債）」至此依然顯著，且迴歸係數的規模改變

不大，僅稍有減弱（b= .14, p< .001）。這或許仍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所謂的「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on），惟其「中介比例」僅

有 1−(.14 / .17)=17.6%。因此，以因果步驟的角度觀之，幾乎沒有足

夠強烈的證據顯示生理失調得以中介信用卡債務與心理憂困之間的關

係（債務⇒生理失調⇒心理憂困）。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 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因果步驟

簡單易懂，而且仍然是當前行為科學檢驗中介效果的主流方法之一，

但這個分析策略常常流於主觀任意的判斷，加上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

的術語往往有誤導之嫌，因而備受詬病已久（Hayes 2009, 2013; Rucker 

et al. 2011）；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目前為止所發現具有顯著效果的債

務測量乃由類別變項所建立而成的兩個虛擬變項，也不易以因果步驟

檢驗及詮釋中介效果，遂進一步採用 Hayes and Preacher（2014）提出

適於多類別自變項的情況下以拔靴法所進行的中介分析（參見圖 1）

做為補充。

在眾多被提出來取代因果步驟的統計方法中（MacKinnon et al. 

2002; MacKinnon et al. 2004），以重覆抽樣的拔靴法所建立的非對稱性

信賴區間越來越普及。其優點有二：第一，不像使用因果步驟時，中

介效果的有無與強弱並無客觀標準而流於一種任意的決定，拔靴法直

接針對間接效果的估計值（即自變項預測中介變項的迴歸係數與中介

變項在控制自變項後，預測依變項的迴歸係數之乘積，如圖 1中的 a1

×b以及 a2 ×b）進行統計考驗。第二，不像 Sobel test或其他類似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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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1

a2

c1́

c2́

Y

b

D1
有債務且含卡債

vs. 無債務

D2
有債務但不含卡債

vs. 無債務

圖 1　三類別自變項的情況下之中介模型路徑圖

（M為中介變項，Y為結果變項）

定方法，雖然也是直接考驗間接效果，但其標準誤之計算卻是建立在

間接效果的抽樣分配為常態的假設之上，而這個假設在多數情況下並

不成立。4相較之下，拔靴法以重覆抽樣的方式建立經驗性的抽樣分

配（empirical distribution），完全不需依賴任何無法保證的常態性假設

（Hayes 2009, 2013; Preacher and Hayes 2004, 2008; Rucker et al. 2011）。

實際進行分析時，舉例而言，若採用傳統的型 I誤差率 (α)= .05，需根

據 95%信賴區間（95% CI）是否有包覆到 0做為所考驗之間接效果顯

著與否的判準。但由於本研究的債務類型測量以兩個虛擬變項代表，

須進行兩次檢定，為免總體檢定的型 I錯誤率膨脹（inflated type I error 

rate），故利用Bonferroni Correction（Shaffer 1995）將個別間接效果的

檢定之 α值下修（即 α / 2）為 .025並建構 97.5%信賴區間。另外，過

4  已有許多模擬研究證明，間接效果的抽樣分配不僅非常態更非對稱（Shrout and Bolg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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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研究也顯示，經過誤差校正（bias-corrected）的拔靴法信賴區間之

表現較佳（Efron and Tibshirani 1994; MacKinnon et al. 2002），因此以

下所報告的分析結果也以此為準。

由於因果步驟的分析顯示，比較有可能是由心理憂困中介債務與

生理失調的關係（債務⇒心理憂困⇒生理失調），而非由生理失調中
介債務與心理憂困的關係（債務⇒生理失調⇒心理憂困），因此先以拔
靴法檢驗債務類型⇒心理憂困⇒生理失調的間接效果。表 4的 Panel A

表 4　 多類別債務變項預測生理失調：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估計

經由心理憂困之間接效果

Panel A

Dummy coding

無債務
有債務

（含卡債）

有債務

（不含卡債）

D1 0 1 0
D2 0 0 1

自變項：債務類型對比 效果類型 效果估計值 97.5% Bias-corrected CI

有債務（含卡債）

vs.
無債務

直接（c1′） −.0001 (−.08, .08)

間接（a1 ×b） .07 (.03, .12)

有債務（不含卡債）

vs.
無債務

直接（c2′） .004 (−.04, .04)

間接（a2 ×b） .01 (−.004, .03)

註： N=1811。控制所有人口變項、社經地位變項與債務發生時間。bootstrap樣本數=10,000。
因自變項為多元類別（multicategorical），須進行多重檢定而將個別檢定之 α值下修為 .025並
建構 97.5%的信賴區間，以避免總體檢定的型 I錯誤率膨脹（inflated type I erro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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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類別債務變項預測生理失調：以拔靴法（bootstrapping）估計

經由心理憂困之間接效果（續）

Panel B

Contrast coding

無債務
有債務

（含卡債）

有債務

（不含卡債）

C1 −.667 .333 .333
C2 0 .500 −.500

自變項：債務類型對比 效果類型 效果估計值 97.5% Bias-corrected CI

有債務

vs.
無債務

直接（c1′） .002 (−.05, .05)

間接（a1 ×b） .04 (.02, .07)

有債務（含卡債）

vs.
有債務（不含卡債）

直接（c2′） −.004 (−.08, .07)

間接（a2 ×b） .06 (.02, .10)

註：N=1811。控制所有人口變項、社經地位變項與債務發生時間。bootstrap樣本數 =10,000。
因自變項為多元類別（multicategorical），須進行多重檢定而將個別檢定之 α值下修為 .025並
建構 97.5%的信賴區間，以避免總體檢定的型 I錯誤率膨脹（inflated type I error rate）。

呈現出在多類別自變項的情況下，利用 Hayes and Preacher（2014）提

供的 SPSS Macro輔以 dummy coding進行拔靴法所得到的檢定結果。

利用 dummy coding所建立的第一個虛擬變項反映的是「有債務（含卡

債）」者與無債務者之對比，而其經由心理憂困影響生理失調的相對間

接效果（relative indirect effect）之 97.5% Bias-corrected CI=[.03, .12]，

信賴區間並未包覆到 0，這表示「有債務（含卡債）」者由於有較高的

心理憂困程度，從而增加其生理失調水準，而且這樣的相對間接效果

使得「有債務（含卡債）」者生理失調的情況顯著地高於無債務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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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下，另一個虛擬變項反映的是「有債務（不含卡債）」者與無債務

者之對比，其相對間接效果之 97.5% Bias-corrected CI= [−.004, .03]，

信賴區間包覆到 0表示未達統計顯著。換句話說，「有債務（不含卡

債）」者經由心理憂困而增加的生理失調相當有限，而這樣的相對間

接效果並沒有使得「有債務（不含卡債）」者生理失調的情況比無債

務者顯著更高。

上述分析中所採用的 dummy coding，主要在於檢驗兩種債務類

型各自與無負債者的對比（亦即，「有債務（含卡債）」vs.無債務者，

以及「有債務（不含卡債）」vs.無債務者）。至兩種債務類型彼此之

間的對比（亦即，「有債務（含卡債）」vs.「有債務（不含卡債）」）

是否也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需改採另一種編碼方式進行檢定。表 4

的 Panel B提供了在多類別自變項的情況下以 contrast coding配合拔靴

法所進行的檢定結果。利用 contrast coding所建立的第一個虛擬變項反

映的是「有債務」者（不論有無含卡債）與無債務者之對比，而其相

對間接效果之 97.5% Bias-corrected CI= [.02, .07]達到顯著，並不令人

意外。此時另一個虛擬變項反映的則是「有債務（含卡債）」者與「有

債務（不含卡債）」者之對比，其相對間接效果之 97.5% Bias-corrected 

CI= [.02, .10]，也未包覆到 0，顯示「有債務（含卡債）」者由於有較

高的心理憂困程度，從而增加其生理失調水準，而且這樣的相對間接

效果使得「有債務（含卡債）」者生理失調的情況同樣地顯著高於「有

債務（不含卡債）」者。

利用相同的程序估計另一個替代模型（alternative model）以檢驗

債務類型⇒生理失調⇒心理憂困的相對間接效果發現，不論是「有債
務（含卡債）」者與無債務者之對比（97.5% Bias-corrected CI= [−.01, 

.07]），或者是「有債務（不含卡債）」者與無債務者之對比（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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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s-corrected CI= [−.01, .03]），兩個相對間接效果皆未達到顯著，這

也意味著生理失調對於債務與心理憂困兩者之間的中介效用缺乏明確

證據。

（五）強靭性（Robustness）╱敏感性（Sensitivity）測試

先前的分析已經對於由債務所引發的心理與生理狀況兩者之間的

關聯有所釐清，結果發現債務（尤其是卡債）影響健康的方式傾向始

於心理面再擴及至生理面。因此債務對於心理憂困是否具有因果性的

影響，即為上述發現是否有效的一個重要前提。若希望發掘債務與心

理健康之間的無偏誤關係，就必須要排除掉反向因果（reverse causal-

ity）的可能，並對選擇作用所造成的異質性進行調整。由於本研究所

使用的是橫斷面的次級資料，對於反向因果的威脅，幾乎無能為力，

而僅能承認其為可能的限制之一。另一方面，橫斷面研究中債務問題

與心理健康的變異的確很有可能來自於未納入變項（omitted variables）

的共同影響與選擇作用（Gathergood 2012）；也就是說，某些未考慮到

的個人與家戶特質可能會同時造成心理健康惡化與債台高築的現象，

產生所謂虛假（spuriousness）關係（Berger et al. 2016）。例如，許多

研究已經指出，早年的社會經濟劣勢或生活逆境（例如：童年貧窮、

童年虐待與忽視、家庭暴力等）對於成年後的經濟生活與心理健康都

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Conger and Donnellan 2007; George 2007; Scho-

field et al. 2011）。為了進一步確認債務與心理憂困兩者關係的非虛假

性（non-spuriousness），在此使用「處理機率倒數加權法」（inverse 

probability treatment weighting, IPTW）進行事後分析做為強靭性測試。

關於傾向分數的詳細討論已超出本研究的範疇（cf. Austin 2011, Austin 

and Stuart 2015）；簡單來說，IPTW使用機率權重的估計值以修正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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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只會出現在一種潛在結果所造成的資料遺漏問題，其包含兩個步

驟：首先估計處理模型（treatment model）的參數（也就是債務類型）

並計算機率倒數的估計權重；其次再以上述的估計權重去計算每個處

理水準（債務類型）在結果（心理憂困）上的加權平均值，這些加權

平均值的對比就是「平均處理效果」（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ATE），

因為在共變項進行條件控制後，處理水準可被視為獨立於潛在結果。

而當模型設定良好時，共變項也可達到平衡。

很重要的是，計算傾向分數及權重的類別依變項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probit regression）應納入理論上同時和處理水準（債務類

型）與結果變項（心理憂困）相關且時序上發生較早的所有混淆因素

（confounders）（Lanza et al. 2013）。因此，實際進行 IPTW分析時，除

了以先前OLS迴歸分析中的社會人口變項與社經地位變項做為基本共

變項外，另外再加入同份問卷中所能找到足以反映早年生活的社會經

濟背景之相關問題，包括母親族群、父親教育、母親教育、兄弟姐妹

人數、出生序別、15歲時父親的存歿及工作狀況、15歲時母親的存歿

及工作狀況做為額外的共變項。利用 STATA中的 teffects（ipwra）指

令進行處理機率倒數加權之後發現，相較於無債務者，「有債務（含卡

債）」者（ATE=.19, p< .001, 95% CI=[.11, .27]）與「有債務（不含卡

債）」者（ATE=.05, p< .01, 95% CI=[.02, .08]）仍然具有顯著較高的心

理憂困，這顯示債務，尤其是卡債，對於心理憂困的確具有非虛假的

影響。診斷性分析（overidentification test）的結果（Imai and Ratkovic 

2014）也指出，經由處理機率倒數加權之後，共變項皆有達到平衡

（p> .05）。

前述分析中的平均每月個人收入（1–15）與負債金額（0–9）皆

使用原始的順序尺度編碼，經轉換為組中點之後，並未顯著改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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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現。其次，兩個主要的健康變項：生理失調與心理憂困，無論是

使用加總分數或平均分數，或者維持原始尺度或用平方根轉換，研究

發現亦不受明顯影響。因此，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對於變項測量尺度並

不敏感。

本研究當然並非毫無限制。首先，由於使用的是橫斷面的資料，

明確的因果關係還是不易釐清。儘管事後傾向分數分析顯示債務與心

理憂困之間的關係應非虛假，但受限於使用次級資料，所能納入考慮

的混淆因素不見得完整窮盡及全然適切。另一方面，利用替代模型

（alternative models）的比較進行間接效果的檢定，雖得以確認卡債更

有可能透過降低個人的心理福祉而進一步損害個人的生理福祉，但以

這種方式從觀察資料中推論出中介的因果關係（causal mediation）也

非毫無破綻（參考 Thoemmes 2015）。未來或可再佐以其他潛在結果

（potential outcome）的模型加以驗證（例如 Imai et al. 2011），但根本

之道可能還是需要借助貫時性資料（Cole and Maxwell 2003）。誠如

Mackinnon（2008）指出，貫時性資料較有可能更正確地呈現出變項

間的中介關係；然而，在缺乏關係時序（timing）的資訊時，橫斷面

資料仍有可能提供中介過程的重要訊息，前提是必須在理論與文獻的

指引下，以適當的分析方法進行替代模型的比較，依此所做成有關中

介過程的結論才能保有一定的品質。本研究提出卡債影響健康的社會

成因（social causation）式假設，不僅有壓力過程理論與先前相關貫時

性研究的發現做為重要依據，更採用進階的分析方法（間接效果的拔

靴法信賴區間檢定以及事後傾向分數分析）加以考驗並得到支持性的

證據。另一方面，健康不佳造成舉債的社會選擇（social selection）式

假設在本研究中明顯較難受到支持，原因有二：第一，本研究的結果

變項皆為從受訪時起算前一個月或一星期內的身心狀況，如要證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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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因果關係，則必須預設所有受訪者的卡債都是在受訪前一個月或

一星期內所欠下，此一預設未免太過強烈且在機率上微乎其微。5第

二，就算有卡債的受訪者真的都在受訪前一個月或一星期內才產生欠

款，根據壓力過程理論的預測，這種應急性的借款短期內反而會有抒

解經濟壓力的作用，甚至可以提升低社經地位年輕成人的自尊（self-

esteem）與駕馭感（mastery）（Dwyer et al. 2011）。Dew（2007）也發

現在已婚伴侶中，無擔保債務和較少的憂鬱產生關聯，也可能源於類

似的機制。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卡債比起一般債務對於個人心理福祉

的戕害更為強烈，甚至足以進一步對生理福祉造成威脅，可說大大排

除了短期內應急式舉債的可能性。

關於中介效果的因果方向，或許還有一個可能的顧慮，那就是

2007年社會變遷第五期第三次的問卷中關於身心狀況的問題所提示的

參照期間（reference period）或時間框架（time frame）並不一致，其

中自評健康題項的參照期間是「過去一年之內」，心理憂困題項則是

「一週之內」。實際上，各式常用的健康量表以及一般國內外學術調查

中的自評健康題項基本上屬於總體式的評估（global assessment），反

映的多是當下或最近的綜合性經驗，而非回憶過去發生的特定具體事

件（如：健檢、診療、住院等），因此通常不予提示參照期間，Idler 

and Benyamini（1997: 23, Table 1）以及McDowell（2006: 581, Exhibit 

10.17）均提供相當詳細的整理與回顧。而社會變遷調查近年來為配合

「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及

「東亞社會調查」（East Asia Social Survey, EASS），多已採用不附參照

5  在有欠卡債的 102位受訪者中，被問到「這些是何時的借貸？」時，46位回答「3
年以前」（45%），29位回答「更早以前就有，最近 3年也有」（28%），只有 27位回
答「最近三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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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的自評健康題項（例如：「整體來說，請問您覺得您的身體好不

好？」）。6相關證據也顯示，對於過去一段時間（至少半年）以前的

健康狀況之回憶，很大程度上會受到當下或最近的經驗影響而產生偏

誤（Litwin and McGuigan 1999），因此，即使提供一段或長或短的參

照期間，自評健康很大程度上反映的還是受訪時的立即性感受，此點

殆無疑義。再者，2007年調查中的身心健康變項本質上還是橫斷面測

量，倘若基於參照期間而將其視為「準貫時性資料」並逕自認定參照

期間較長的測量在時序上就具有優先性，這種做法也很難予以證成。

準此而言，本研究並不因原始問卷題項的參照期間而先入為主，仍然

將身心狀況的變項視為來自於同一時點上的橫斷面測量，再依替代模

型的比較所提供的證據，得出由心理憂困中介信用卡債務與生理失調

的結論（信用卡債務⇒心理憂困⇒生理失調）。然而，提示自評健康
參照期間是否會造成受訪者回答上的改變，以及參照期間應該多長才

最恰當，都是相當有趣且值得深究的方法論問題，但顯然並非本研究

所能處理，僅能留予後人持續探索並承認此為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潛

在限制之一。

其次，由於樣本中資產價值資料缺漏甚多，只能以資產項目計數

權充，測量過於粗略，也無法計算各類債務╱資產比（debt/asset ratio），

以更充分檢視債務與資產的互動關係。另外，本次社會變遷調查雖然

有問到債務中是否含有信用╱現金卡欠款以及借款的來源（如：銀

行、保單借款、當舖、地下錢莊、親友等），但卻未能提供其他更詳

細的債務分類（如：房貸、車貸、學貸等），以致無法進一步探究非

6  經本特刊主編提醒，近年來社會變遷調查在自評健康或其他類似題目的測量，雖然大
多時候已沒有設定參考時點，但如果受訪者有疑問，訪員在提供問卷說明的時候，

還是會請受訪者以過去一年來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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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債債務的內涵與影響。還有一個比較讓人意外的地方，那就是「負

債金額」與「信用╱現金卡債務佔總債務百分比」均未起到顯著作

用，這可能反映出自我陳述（self-reported）的債務測量往往不夠精

確，特別是信用卡債務，常常會有低報（under-reporting）的現象，倒

不見得是受訪者刻意說謊，而是一般人對於債務（尤其是卡債）的積

累，往往不甚清楚（Brown et al. 2015），這或許和大多數銀行對於卡

債總額中的細目（如：本金、利息、手續費、違約金、債務人已清償

金額等）及其計算基礎均不夠透明有關（夏傳位 2008）。

最後，本研究採取整筆刪除（list-wise deletion）的方式處理遺漏

值，但樣本耗損率並不算大，僅約一成左右（N= 1,811，約為原樣本

數之 89%）。後續比較分析指出，相較於被納入分析的樣本，被排除

的樣本在年齡、生理失調、心理憂困的平均數與非勞動力所占的比例

稍高；中低教育程度所占比例、平均每月個人收入與主觀社經地位之

平均數則稍低。但在最重要的債務變項上，包括負債與積欠卡債的比

例與卡債占總債務的成數上，則無顯著差異。由於被排除的樣本似乎

有較為弱勢的傾向，因此本研究對於卡債的健康效果或有低估之嫌；

換句話說，卡債實際上對於身心健康的危害可能遠比本研究的發現還

要來得更大。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2007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三次

（問卷一：階層組）」的樣本，結果發現：第一，當債務與信用卡無涉

時，雖然仍有可能增加些微心理憂困，但並不至於提升生理失調。但

當個人借貸之中包含了無擔保、高利率、以提供日常生活消費所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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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的信用卡債務時，其與健康在身心兩個層面上皆有顯著關聯。第

二，中介分析顯示，當債務與信用卡無涉時，幾乎不會提升生理失

調，因其增加的心理憂困有限；相較之下，信用卡債務透過心理憂困

影響生理失調的相對間接效果既強烈又顯著。替代模型則顯示債務透

過生理失調影響心理憂困的間接效果並不顯著。

本研究的發現與過去相關研究具有若干相互呼應之處。首先，債

務和傳統社經地位指標並未具有高度重疊，而能夠獨立和個人健康產

生關聯，尤其是心理健康的部分更為明顯（Drentea and Reynolds 

2012）。其次，債有分好壞，不同類型的債務影響身心健康的方向和

強度並非一致，研究時宜加以清楚區分並個別測量（Berger and Houle 

2016; Kalousova and Burgard 2013）。最後，光是積欠卡債這一事實本

身就得以對身心健康造成影響，至於卡債的金額與卡債占總債務的成

數似乎無足輕重，算是本研究中較為獨特的發現之一。

本研究的另一個優點在於回應了壓力過程文獻中的長久呼籲，考

慮多向度的健康結果（生理面以及心理╱情緒面）（Turner 2010），並

進一步去釐清心理憂困與生理失調之間的關聯（Pearlin and Bierman 

2013; Pearlin et al. 2005）。綜合因果步驟的推論、多類別自變項的情況

下以拔靴法直接檢驗間接效果、以及事後傾向分數分析的結果，本研

究發現，債務，尤其是信用╱現金卡債，不僅對於身心健康皆有危害，

而且在證據上較為支持先心理後生理的傳導路徑。這可能是因為債務

壓力感受（debt stress）較能夠立即干擾到個人的心理和情緒層面（Dren-

tea 2000; Drentea and Lavrakas 2000; Drentea and Reynolds 2012），但可

能需要更長的時間累積才能反映到生理指標之上（也就是適應負荷的

概念）。未來相關研究應該繼續釐清債務，尤其是卡債，在壓力過程

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Drentea and Reynolds 2014），從而對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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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影響。例如，債務是否稱得上是一種初級壓力源，並透過「壓力

增生」的動能，催化出其他更多大大小小、不一而足的次級壓力源，

如婚姻衝突（Dew 2008）；或者說債務有可能激發出帶有健康風險的

對應策略，如生病時放棄就醫（Kalousova and Burgard 2013）或以物

質濫用作為逃避手段（Adams and Moore 2007; Nelson et al. 2008）。更

值得注意的是，債務的健康後果還有可能禍延子孫，造成代間傳遞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的現象，例如當父母有卡債時，童年

期的子女也更容易發展出問題行為（Berger and Houle 2016）。根據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2016）公開的信用卡統計資訊，目前信用

卡循環餘額最高的族群集中在 30～49歲，占比近 7成，似有中年化

的趨勢，其中的已婚者也可能正育有幼兒；同時，女性信用卡應繳金

額為 1,501億多元，是男性的 1.19倍。由此可見，未來以壓力過程研

究債務（尤其是卡債）對於健康所造成的影響，亦有必要將生命歷

程、家庭動態與性別不平等的概念一併納入考量。

回首過往，台灣社會於 2005年中爆發所謂的雙卡危機，其後衍生

之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由於金管會監督之下所建立起的債務協商機制

明顯無力化解，若干公益團體乃相互集結，除透過各式社會運動突顯

問題之嚴重性，更積極遊說民意代表立法因應。在此一草根動能催化

之下，司法院於是邀集學者專家組成研修小組，在一年之內完成「消

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消債條例」），並於 2007年 6

月 8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府隨後於 2007年 7月 11日公布，並

自 2008年 4月 11日起正式施行（沈冠伶 2012；李艾倫 2012；林永

頌 2008, 2012；周漢威 2012）。儘管「消債條例」立意良善，唯其施

行初期，得以藉此掙脫債務枷鎖並重建經濟生活者幾希，立法成效顯

著不彰（吳宗昇 2011a, b, 2012；李艾倫 2012；林永頌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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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消債條例」自施行以後的三年之內，曾分別於 2009年與

2011年歷經兩次修法，唯兩次修法之要旨，上至司法院本身下至各級

法院皆未充分落實，導致數十萬卡債債務人中絕大部分均無法透過法

定程序解決問題（林永頌 2012）。有鑑於此，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結合

台北律師公會代表及其他社運團體於 2011年 3月 16日組成反貧困聯

盟，再於同年 7月透過民意代表提出「消債條例」第三次修正草案，

司法院旋即於 2011年 8月 22日提出修正草案回應。民間版本與司法

院版本經過多次折衝之後，在 2011年 11月 24日協調成功，並於 2011

年 11月 28日完成委員會審查，最終在 2011年 12月 12日完成二、三

讀（林永頌 2012；周漢威 2012）。「消債條例」第三次的修正，適度

矯正了長久以來債權人公平受償之權利優先於債務人經濟生活重建之

機會的失衡狀態；然而，本次修法幕後推動的主力，亦即卡債受害人

自救會與台北律師公會消債清理委員會，對此結果猶感未盡全功，並

為債務人追求更為友善的清償條件而持續努力（cf. 周漢威 2012）。

時至今日，根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2016）所公布的信用卡業

務統計，刷卡金額已於 2014年正式突破 2兆元，來到史上新高；而

信用卡流通數亦達 4,070.2萬張（截至 2016年 12月為止），儘管還不

及 2005年的 4,549.4萬張，卻已超過 2006年的 3,832.4萬張。這顯示

有越來越多個人或家庭又將會曝露在負債乃至於破產的風險當中（夏

傳位 2008；Sullivan et al. 1999, 2001; Warren and Tyagi 2003）。另一方

面，國內信用卡循環信用餘額，已從卡債風暴最高峰 2005年的 4,947

億元，降到 1,090億元；加入債務協商的卡債族也從 27萬多人降到 17

萬多人，但這是否代表台灣已安然度過所謂的卡債風暴？還是眾多卡

債族們其實是因為走投無路而選擇逃債、遁入地下，從此不見天日？

這樣的臆測並非毫無根據，因為實務上銀行與債務人協商時，大多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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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強硬，經常造成協商有名無實（李艾倫 2012；吳宗昇 2011a, b, 

2012；林永頌 2012；夏傳位 2008），加上法院處理更生或清算案件

往往具有六大特徵，分別是：程序駁回率高、更生債務清償率高及聲

請時間成本高之「三高」；與聲請件數低、更生認可率低及清算免責

率低之「三低」（林永頌 2012）。凡此種種，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循環

利率，7以及各種遊走在法律邊緣的債務催收手段（夏傳位 2008；曹

嬿恆等 2015），皆有可能使得債務人終日惶惶不安、情緒低落，長此

以往，終至身心俱疲、絕望消沈、貧病交迫，因而無心也無力出面解

決問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心理福祉往往受到卡債最立即且強大的

衝擊，並足以累積轉化為對生理福祉的威脅。而當前相關社運團體對

於卡債議題持續提出的政策改革訴求，的確有助於降低伴隨卡債所衍

生的各種壓力，並帶給債務人更多面對問題的勇氣與希望，值得立法

部門與相關政府單位的重視，包括：將名目不一而足的違約金、手續

費計入利息、降利溯及既往、針對未能體認「消債條例」真義且缺乏

同理心的法官嚴加考核與評鑑、債務催收立法管制等。

最後，本研究的資料來自 2007年的調查，緊接在台灣雙卡風暴

的高點之後。因此，本研究所得到的發現，是否僅反映出單一時期的

獨特現象，值得後續研究再加評估。在此也要特別呼籲，未來學界實

有必要針對債務議題持續深究，並透過長時期的追蹤調查以獲得跨時

間、跨世代的資料，繼而分別探討債務對於成人身心福祉變化與兒童

青少年身心發展之影響，甚至應該考慮將債務狀況列入一般調查研究

中的基本問項，以補充傳統社經地位指標之不足。

7  銀行信用卡與現金卡利率上限雖然已於 2015年 9月 1起從 20%降到 15%，但新修法
條並無溯及既往的規定，而且 15%未包含違約金、手續費等不同名目的罰款在內，
一旦加上這些罰款，利率仍有可能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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